
东岳论丛 Dec．，2014 Vol． 35 No． 12 2014 年12 月( 第35 卷/第12 期) ( Dong Yue Tribune)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财税机制与制度研究》( 13＆D031) 和中

国税务学会招标课题“现代税制结构优化问题研究”( 2013 － 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昕凝( 1988 － ) ，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田志伟( 1987 － ) ，男，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高直接税比重对公平与效率的影响:
基于 CGE 模型的测算分析

李昕凝1，田志伟2

( 1.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而通过税制改革来提高直接

税比重，有可能在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的同时造成效率损失。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可以对直接

税比重不同程度的提高对经济效率及收入再分配状况产生的影响进行模拟。结果显示，提高直接税比重的三种不

同方案，均能显著提升税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对 GDP、居民总收入和居民总就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可以起到

一次性的抑制物价上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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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1、问题的提出

2014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优化税制结构”作

为方案重点推进的三大改革任务之一备受瞩目。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搭配是优化税制结构研究的重

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以增值税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较高，而以个人所得税

与企业所得税两大所得税税种为主的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被认为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这虽与全球范围内税收向增值税转移的大趋势不符，但体现了我国期望通过税制改革进一步发挥税收

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以实现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意图。
2、文献回顾

刘怡和聂海峰( 2004) 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间接税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发现我国

的间接税税制恶化了收入分配。安体富、蒋震 ( 2009 ) 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格局的分析角

度，指出应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负，改革个人所得税、提高其调节力度。刘佐( 2010 ) 分析了我国

历次重大税制改革后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的变化轨迹，提出通过增量安排，增加所得税和财产税收入，

并将一部分非税收入转化为直接税收入的建议。总之，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恶化了社会公

平是学界的共识，增加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降低增值税被认为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马栓友( 2001) 、王亮( 2004) 等倾向于认为直接税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 李绍荣和耿莹( 2005 )

的研究则表明，直接税比重增加能够通过提高经济总体规模或推动消费等形式促进经济的增长。
纵观现有研究，定性分析居多而定量分析较少; 经验数据回归较多而政策模拟测算较少; 仅针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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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或效率其中一方面分析，或仅针对某一个( 几个) 税种而非税制结构整体的分析较多，在一般均衡框

架下通盘考虑的较少。本文的研究以政策模拟方法测算直接税比重提升对公平与效率的影响，正是对

既有成果的扩展和补充。

表 1 2000 年 － 2012 年主要税种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

两税

国内
增值税

营业税 合计
国内

消费税
企业

所得税
个人

所得税
关 税

2000 36． 19% 14． 85% 51． 04% 6． 82% 7． 95% 5． 24% 5． 96%
2001 35． 01% 13． 49% 48． 50% 6． 08% 17． 19% 6． 50% 5． 49%
2002 35． 03% 13． 89% 48． 93% 5． 93% 17． 48% 6． 87% 3． 99%
2003 36． 15% 14． 21% 50． 36% 5． 91% 14． 58% 7． 08% 4． 61%
2004 37． 32% 14． 82% 52． 14% 6． 22% 16． 38% 7． 19% 4． 32%
2005 37． 50% 14． 71% 52． 21% 5． 68% 18． 57% 7． 28% 3． 70%
2006 36． 73% 14． 74% 51． 47% 5． 42% 20． 23% 7． 05% 3． 28%
2007 33． 91% 14． 43% 48． 34% 4． 84% 19． 24% 6． 98% 3． 14%
2008 33． 19% 14． 06% 47． 25% 4． 74% 20． 61% 6． 86% 3． 26%
2009 31． 05% 15． 14% 46． 19% 8． 00% 19． 38% 6． 64% 2． 49%
2010 28． 81% 15． 24% 44． 05% 8． 29% 17． 54% 6． 61% 2． 77%
2011 27． 04% 15． 24% 42． 28% 7． 73% 18． 69% 6． 75% 2． 85%
2012 26． 25% 15． 65% 41． 91% 7． 83% 19． 53% 5． 78% 2． 77%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项下“各项税收”数据计

算整理。

3、研究对象的说明

理论上，提高直接税比重可通过以下途径: ( 1) 提高所得税比重。我国的所得税由个人所得税和企

业所得税构成。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最有力的税收手段，而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比重

过低( 见表 1 ) ，且主要是对工薪所得征

税，调节功能有限。因此增加个人所得税

比重是提高直接税比重、促进社会公平应

考虑的首要途径。而企业所得税制基本

合理，不应继续提高，从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的角度而言甚至应该降低①。( 2 ) 扩大

财产税收入比重。关于财产税的讨论主

要围绕房产税和遗产税展开。房产税目

前仅在上海、重庆两地试点，税基难以衡

量，不能提供本文进行模拟测算所需的数

据基础;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征管能力及

房地产税费制度的复杂性，未来全面开征

也会以“低税率、窄税基”起步，在若干年

内难以对直接税比重提升做出较大贡献。
至于遗产税我国尚未开征，本文不予涉

及。( 3) 提高其他直接税比重，或将部分非税收入转化为直接税收入。社会保障缴费、房地产相关的某

些政府收费、某些资源补偿收费②改为税收都会起到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效果。但是这些调整主要是出

于优化财政收入结构的目的，通过该途径达成的直接税比重提升逻辑上并不能导致效率与公平的变化。
间接税方面，在宏观税负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③，直接税比重提高不能通过加税来实现，因此间接税

收入要相应有所下降。我国间接税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增值税和营业税，而正在进行的增值税扩围改

革被认为是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举措，未来两者收入占比有所降低是可以期待的。间接税的第三大税种

是消费税，对部分高能耗或高档消费品征收，理论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减税的空间不大。总之，

我国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相对合理、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而

增值税与营业税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因此，本文将从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占比，

降低我国增值税与营业税税收收入占比的角度出发，研究提高直接税比重对公平与效率带来的影响。

二、模型设计与数据基础

本文设置了一个中国税收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模型) ，该模型包括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

并进一步区分为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 包括三个国内经济参与者，即居民、企业与政府，以及一个国外主

体; 商品市场分为 44 个部门，④其中 1 个农业部门，24 个工业部门以及 19 个服务业部门。限于篇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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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安体富、蒋震:《对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分配份额的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 年第 25 期。
资源税属于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存在一些争议。从对国有资源使用的补偿及调节级差收入的角度来看，资源税及

矿产资源补偿费具有直接税的性质; 然而由于资源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资源产品价格向下游产业直至消费者转移，从转嫁

难易程度上来说又有间接税的性质。
“稳定税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学界也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宏观税负已处于较

高水平，不宜有所提升，因此本文的讨论均在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展开。
部门划分同时依据《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与《2010 年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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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要介绍生产部门与居民部门模型的构建以及宏观闭合规则。①

( 一) 生产模块

模型使用两层嵌套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厂商的生产行为。第一层生产函数，增加值与中间投入以固

定替代弹性( CES) 生产函数来形成商品的总供给。

企业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合理选择不同中间投入的比例。给定企业的产量，企业行为的表现形

式为:

其中，下标 a 表示 a 行业，QA 表示行业产量，QVA 表示行业增加值，QINTAa 表示行业的中间投入，

PA、PVA、PINTA 则分别表示三者的价格。A 表示规模参数，δ表示份额参数，ρ = 1 － 1 /ε，其中 ε 是替代

弹性。上述方程表示在固定的生产条件、固定的产量下，使得成本 C 最小。用拉格朗日方程求解:

对相应变量求微分，有一阶条件:

将上述两个一阶条件合并，我们得到:

这是成本最小化的优化条件。再加上生产模块的价格方程，就得到了 CGE 模型生产模块的三个基

本方程:

其中，tb 表示营业税实际税率，tiq 表示直接税真实税率，tc 表示消费税真实税率。
第二层生产函数，劳动与资本以固定替代弹性( CES) 生产函数来形成增加值。将 QVA 看作是要素

市场的供应方程，则同理可得要素市场的三个基本方程。

QLD、QKD 分别表示不同行业对劳动和资本的需求，WL 与 WK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价格。模型

将增值税看成一种要素税，tval 与 tvak 分别表示劳动与资本的增值税实际税率②。同时，按照通常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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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模型的其他部分可见张欣( 2010) ，174 － 201。
这是 CGE 模型处理增值税的一种常见方法，可见陈烨( 2009) 或者张欣( 2010) 。



东岳论丛 Dec．，2014 Vol． 35 No． 12 2014 年12 月( 第35 卷/第12 期) ( Dong Yue Tribune)

理方法，将企业所得税看作是单独对资本征收的一种税①，用 tient 表示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
中间投入的方程为:

ica 表示中间投入部分的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以上八个方程组成了 CGE 模型的生产模块。
( 二) 居民模块

居民模块描述居民在收入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本文使用斯通—杰瑞( Stone － Geary) 效用函

数导出 LES 需求函数，用于刻画商品价格及居民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居民收入主要来自要素

市场上的劳动与资本回报，同时还有企业对居民、政府对居民以及国外部门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居民缴

纳个人所得税及其他费用之后形成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与储蓄。

其中 YH 表示居民收入，QLSAGG 与 QKSAGG 分别表示劳动总供给与资本总供给，QH 为居民消费

量; 下标 h 表示第 h 组收入群体，l 表示劳动，k 表示资本，Shif 为份额参数，Shifhl 表示劳动收入中第 h 组

收入群体所占的份额，Shifhk 表示资本收入中第 h 组收入群体所占的份额; transfr 表示转移支付，row 表

示国外部门，ent 表示企业，gov 表示政府; Ｒch 表第 h 组收入群体对商品 c 的基本消费量; shrhch 表示第

h 组收入群体花费在商品 c 上的边际预算份额; mpc 与 ti 分别表示居民的消费倾向与所得税税率

( 三) 宏观闭合规则选择

研究中国国情可发现: 首先，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或者隐

性失业。其次，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受利率和税收政策影响较小，而受政府行为影响较大。第三，中国国

内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这三点正好符合凯恩斯闭合中生产要素具有价格下降

粘性、经济主要依靠有效需求来拉动的本质，因此本文选择凯恩斯闭合作为 CGE 模型的闭合规则。

WL =WL WK =WK
为了剔除其他因素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将投资、政府购买及国外部门储蓄外生，内生化政府储蓄以

及实际税率。
( 四) 数据基础与参数选择

使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提供的不同收入分组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数据与《2011 年中国统计年

鉴》给出的不同收入分组的家庭人口数相结合，测算出不同收入分组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数据。这些数

据的行业划分与本文的行业划分并不一致，因此，使用聂海峰等( 2010) 提供的方法将其一一对应，得到

初始的分行业的不同收入分组的消费矩阵。再根据不同收入分组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比例对《2010 年

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的城镇消费合计与农村消费合计进行划分，作为行控制向量，将《2010 年中国投

入产出延长表》中的分行业分城乡的消费数据作为列控制向量，然后分别使用 ＲAS 法进行更新，将更新

后的两个矩阵合并便可得到最终的分行业的不同收入分组的消费矩阵。
本文的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主要依靠《2010 年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

表》②、《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 年中国税务年鉴》、分行业的不同收入分组的消费矩阵以及不同

收入分组的收入构成矩阵，社会核算矩阵使用交叉熵 ＲAS 法调平。CGE 模型中的份额参数以及规模参

数通过 SAM 表校准估算得到，模型中 CES 生产函数、Armington 函数以及 CET 函数中的替代弹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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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使用一般均衡的方法研究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归宿问题时一般使用这种处理方法，如 Harberger( 1962) 。
《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主要用于行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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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郑玉歆( 1999) 和 GTAP5 的数据，居民收入弹性和弗里希参数主要参考 Thurlow( 2008) 和 GTAP5。
( 五) 税收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分解

测量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最常用的指标是 Musgrave and Thin( 1949) 提出的 MT 指数，该指数等

于税前基尼系数和税收基尼系数的差值，用公式表示如下:

MT = Gx － Gy

其中，MT 为 Musgrave 和 Thin 指数，衡量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G 为基尼系数，X 和 Y 分别表示税

前和税后收入。若 MT 为正值，则税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 若 MT 为负值，则税收恶化了收入分配。
Kakwani( 1977a) 指出 MT 指数衡量的只是税收的再分配效应，而没有体现出税收的累进程度，认为

税收的累进程度与税率共同决定了税收的再分配效应，因此对 MT 指数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
MT = Pt / ( 1 － t) = ( CT － Gx ) t / ( 1 － t)
其中 t 为平均税率，P 表示为 Kakwani( 1977b) 提出的税收累进性指数。CT 表示税收集中率，指相

对收入而言，税收负担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分布的一个衡量指标。① Gx 表示税前基尼系数，其中 P = CT

－ Gx。
( 六) 政策情景假设

设定宏观税负保持基本稳定，则:

直接税收入增加额 = 间接税收入减少额

直接税税基 × 直接税平均税率变动额 = 间接税税基 × 间接税税率变动额

如上文所述，本文根据中国税收收入的结构性特点，选择通过降低增值税与营业税收入占比来降低

间接税的比重，而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因此，上述公式可以变为:

居民总收入* 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变动率 = ( 增值税税基 + 营业税税基) * 两税税率变动率②

为了使模型的运算结果更具有一般性，本文设置了三种政策情景，分别为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率降

低 5%、10%与 20%，对应的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的变动率使用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得出( 见表 2) ③。

表 2 模型中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与营业税税率调整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r1 5． 00% 10． 00% 20． 00%
r2 33． 34% 66． 67% 133． 35%

注: r1 表示各行业增值税与营业税税率下降的

程度; r2 表示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的提高程度。
表 3 三种政策情景对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与营业税占比的影响

初始值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Ｒ1 44． 05% 41． 85% 39． 65% 35． 24%
Ｒ2 6． 61% 8． 81% 11． 01% 15． 42%

注: Ｒ1 表示三种情景下对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

收入之和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比重; Ｒ2 表示三种情

景下对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

比重。

表 3 给出了这三种情景下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

总收入比重的变化，以及对营业税和增值税收入之和占

国家税收总收入比重的变化。
( 七) 两个极端的假设

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平

均税率之后，劳动者的名义工资会不会发生变化? 即我

国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提高所引发的税收成本由谁

来承担? 是企业还是个人? 由于经验数据并不能给出

准确的答案，因此本文做两个极端的假设。第一种假设

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提高所引发的税收成本均

由个人承担，即企业给予个人的工资、股利支出等的报

酬价格不会随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的提高而发生变化。
第二种假设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提高所引发的

税收成本均由企业来承担，即企业通过提高给予个人的

工资、股利支出等报酬的价格来保证个人的税后收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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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税收集中率的详情可见 Kakwani( 1977b) 。
此处的两税是指增值税与营业税，下同。此处的两税税率的变动率是指每个行业的税率均变动了相同的比率。
本文的政策场景设置并不对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级次及边际税率进行调整。有研究表明，平均税率的高低是个税

收入分配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累进性则是次要的，2011 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因为降低了平均税率，实际上进一步弱化

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 岳希明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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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变化。本文设计的三种政策情景的经济影响理论上应处于这两个极端假设之间。

三、模拟测算结果

( 一) 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由表 4 可见，三种方案对 GDP、居民总收入和居民总就业均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可以起到一次性

的抑制物价上涨的作用。
对情景一而言，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 33． 34%，其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上升 2． 20%，将会使国

内生产总值变化 － 0． 204%到 － 0． 088%之间，使居民总收入变化 － 0． 223% 到 － 0． 221% 之间，使居民总

就业变化 － 0． 317% 到 － 0． 266% 之间，会使得物价水平一次性变化 － 0． 052% 到 － 0． 429% 之间。而情

景二与情景三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与情景一只是程度上的区别。

表 4 三种政策情景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假设 1 假设 2 假设 1 假设 2 假设 1 假设 2
GDP － 0． 204% －0． 088% －0． 409% －0． 174% －0． 823% － 0． 340%

居民总收入 － 0． 221% －0． 223% －0． 443% －0． 444% －0． 890% －0． 879%
总就业 － 0． 266% －0． 317% －0． 532% －0． 633% －1． 068% －1． 255%

GDP 平价指数 － 0． 429% －0． 052% －0． 857% －0． 105% －1． 710% －0． 218%

注: 数据根据 CGE 模型计算得出。

个人所得税增税的负担由

企业还是个人来承担对居民总

收入的影响不大，但当企业承

担了更多的个税增税负担时，

该项政策对 GDP 的损害作用

相对较小而对总就业的损害作

用相对较大。当个人承担了更

多的个税增税负担时，该项政策对 GDP 的损害作用相对较大而对总就业的损害作用相对较小。因此，

如果政府更加关注就业，则应该在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同时，采取措施促使个人承担更多的个税增税负

担。但如果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则应该在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同时，采取措施让企业承担更多的个税

增税负担。
( 二) 对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

表 5 三种政策情景对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

初始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假设 1 假设 2 假设 1 假设 2 假设 1 假设 2
困难户 0． 040% 0． 053% 0． 053% 0． 067% 0． 067% 0． 093% 0． 093%

最低收入户 0． 050% 0． 067% 0． 067% 0． 083% 0． 083% 0． 117% 0． 117%
低收入户 0． 070% 0． 093% 0． 093% 0． 117% 0． 117% 0． 163% 0． 163%

中等偏下户 0． 170% 0． 227% 0． 227% 0． 283% 0． 283% 0． 397% 0． 396%
中等收入户 0． 310% 0． 413% 0． 413% 0． 517% 0． 516% 0． 723% 0． 720%
中等偏上户 0． 620% 0． 827% 0． 825% 1． 033% 1． 029% 1． 447% 1． 435%

高收入户 1． 010% 1． 347% 1． 342% 1． 683% 1． 672% 2． 357% 2． 325%
最高收入户 1． 780% 2． 373% 2． 359% 2． 967% 2． 932% 4． 154% 4． 057%

P 指数 0． 37126 0． 37126 0． 37126 0． 37126 0． 37126 0． 37126 0． 37126
MT 指数 0． 00292 0． 00389 0． 00389 0． 00487 0． 00486 0． 00681 0． 00678

由于本文假设

政府 在 提 高 个 人 所

得税 平 均 税 率 时 同

时同 比 例 提 高 了 不

同收 入 分 组 的 平 均

税 率，因 此，根 据 P
指数的定义，个人所

得税 的 累 进 程 度 并

没有发生变化 ( 见表

5 ) 。但 是 由 于 居 民

的平均税率在提高，

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有所增强，并且个人所得税的增税负担由个人还是企业来承担对个人所

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并不大。以情景一为例，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 33． 34%，个人所得税收入占

比上升 2． 20%，将会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由 0． 00292 显著提高到 0． 00389。必须指

出的是，如果政府在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时能够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税收，则将会增加个人所得税

的累进性①，从而进一步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四、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别从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研究了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我国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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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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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影响。并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与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相配合的方式，来达到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

间接税比重的目的。研究发现，按照该思路设计的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政策的确能够起到提升我国税制

收入再分配功能的效果，但是也会对我国的经济效率造成一定的损害。以情景一为例，个人所得税税收

收入增长 33． 34%，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上升 2． 20%①，将会使得我国个人所

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由 0． 00292 至少提高到 0． 00389，能够显著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

应②。但是，这也会使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 0． 204% 到 － 0． 088% 之间，使居民总收入变化 － 0．
223%到 － 0． 221%之间，使居民总就业变化 － 0． 317%到 － 0． 266%之间。

研究还发现，个人所得税增税的负担由企业还是个人来承担对不同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

当企业承担了更多的个税增税负担时，该项政策对 GDP 的损害作用相对较小而对总就业的损害作用相

对较大; 而当个人承担了更多的个税增税负担时，该项政策对 GDP 的损害作用相对较大而对总就业的

损害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如果政府更加关注就业，则应该在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我国间接税比重的

同时，采取措施促使个人承担更多的个税增税负担; 如果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则应该在提高直接税

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采取措施让企业承担更多的个税增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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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此同时，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收收入。
这个结论是在不同收入群体个税平均税同比例上升的基础上得出的，由于个税增税时政府不应让穷人承担更多

的税收，当政府让富人承担了更多的税收时，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会有更大程度的上升。


